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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本文中已工作的随迁子女中大部分属于农民工的一个子集，即有随迁经历的农民工，而又一部分则已经获得城市户籍，已不属于农民工

的范畴，本文不涉及探讨二者的差异，统一简称为随迁子女。

农民工随迁子女与城市居民收入差距研究
———基于改进后的 Ｏａｘａｃａ—Ｂｌｉｎｄｅｒ 分解

王毅杰，卢　 楠

（河海大学社会学系，江苏南京　 ２１００９８）

摘　 要：已有农民工随迁子女研究集中于学校教育这一场域内部，而尚未涉及已迈进劳动力市场的

随迁子女。 通过对南京“城乡居民社会调查”数据的分析，发现已工作的随迁子女的社会经济状况

好于无随迁经历的农民工，但是同城市居民相比仍有明显差距。 使用改进后的 Ｏａｘａｃａ—Ｂｌｉｎｄｅｒ 分
解方法，进一步探讨了人力资本、社会资本和户籍身份歧视对这一收入差距的影响，结果显示，人力

资本的差异是形成二者收入差距的主要原因，其次为户籍身份歧视和社会资本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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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以来，越来越多的农民工以“举
家迁徙”的方式进城务工经商，家庭化、定居化趋势

逐步扩大，随迁子女数量也逐年增加，农民工随迁子

女正成为流动人口中越来越不容忽视的一部分。 但

已有研究主要集中于随迁子女在义务教育阶段的教

育公平、学业成绩、心理健康、人际交往、城市适应、
身份认同等问题［１－４］。 而对义务教育之后的情况刚

开始触及，且局限于教育领域［５］。
现实情况是，义务教育之后，农民工随迁子女内

部发生较大分化：有的在继续接受以升学为目的的

高中教育，有的在接受职业技术教育准备就业，还有

较多的是直接进入劳动力市场开始工作，也有个别

游走在城市街头。 这就产生了一个不得不回答的问

题：在今后的人生中，他们能否更好地融入城市生

活？ 经济基础是外来人口能否融入城市生活的基

础，因此笔者认为，很有必要将视野进一步拓展到他

们在劳动力市场的境遇，关注他们的工作情况、薪资

水平等经济状况以及与城市居民之间的差距。
除了前述农民工进城务工的方式家庭化、定居

化趋势外，学者们还关注到了新生代农民工与老一

代之间的代际差异［６－７］。 但应注意到，这些成长乃

至出生于城市、对农村和农业几乎没有体验的随迁

子女，既无法等同于其父辈（老一代农民工），也无

法等同于其兄辈（主要在家乡接受教育、对农村和

农业还稍有些体验的新生代农民工），这应该是农

民工群体内部更大的代际转化。 因而需要通过与这

两个相似群体相比，探讨随迁子女在融入城市过程

中具有的特性。 因此，本文将关注形成无随迁经历

农民工与城市居民收入差距的特点，与随迁子女和

城市居民的进行比较，探讨随迁子女和无随迁经历

农民工的异同。①

一、研究思路

在劳动经济学中，个人的收入水平被看作教育

程度和生产技能的函数［８］。 劳动力市场内一些人

的收入高于另外一些人，是因为两组人群在这些要

素的占有上存在差异。 因此，对不同群体之间收入

差距的研究需要关注两个问题：一是影响收入的因

素在不同群体间的相对优劣状况，这些资源禀赋的

影响在模型中是可以量化和估计的，属于可以解释

的部分；二是要关注各因素在不同群体收入回报率

的差别，如果两个群体在某项资源上拥有的量相同，
但是在不同群体中回报率却不相同进而导致了收入

差异，这被看作是由群体歧视造成的。 群体间回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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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的差异在模型内部也可以测量，但是无法以群体

在资源禀赋上的差异来解释，因此被看作不可解释

部分。① 具体到本文，可解释部分与不可解释部分

分别表现为随迁子女或农民工与城市居民在资源禀

赋上的差异、随迁子女或农民工在劳动力市场所受

到的歧视。
人力资本，尤其是受教育程度，作为个体资源禀

赋的典型代表，是影响个人收入的主要因素之

一［９］。 人力资本水平较高的一些人，他们的劳动生

产率较高，在劳动力市场中具有较高的竞争力，因此

在劳动力市场所获得的回报便会高于人力资本水平

较低的人。
由于户籍制度导致的城乡分割以及基于此的

教育经费拨款制度、分级管理制度和就近入学制

度等相互强化，使得农民工随迁子女在受教育上

处于劣势地位。 在此制度环境下，随迁子女进入

幼儿园、小学的比例以及在校学习的比例小于正

常学龄儿童［１０］ ，而且普遍入学年龄较大、在校学习

成绩较差、成绩容易下降［１１］ ，相对来说更容易辍

学［１２］ 。 同时，随迁子女的父母对他们的支持有限。
随迁子女的父母因为家庭经济条件和自身教育水

平的限制，尽管十分重视孩子的教育，但各种教育

投入并不多，而且难以进行全面教育，或者说，他
们对孩子的期望很高，但在教育投入上持一种实

用主义的态度、对孩子的管理也以家长制作风为

主，这使得随迁子女容易辍学（不论是显性的还是

隐形的）、混迹街角［１３］ 。
我们认为，随迁子女虽然因户籍原因享受的教

育资源不及城市居民，但是其在城市所受教育仍然

优于农村，随迁子女的人力资本水平应高于农民工。
因此提出

假设 １ａ：三个群体人力资本存量存在显著差异，
随迁子女优于无随迁经历农民工，但不及城市居民。

假设 １ｂ：人力资本是影响随迁子女和城市居民

收入差距的重要原因；人力资本是影响无随迁经历

农民工同城市居民收入差距的重要原因。
除了人力资本，近来的研究发现个人拥有的社

会资本也是影响个人收入的重要因素。 个体社会网

络中所蕴含的权力、信息、声望等资源可以影响人们

在劳动力市场的收获。 其一，劳动力市场中的信息

不可能完全透明，社会资本水平越高，其所得到的信

息越充分，进而能够在劳动力市场获得更多的报酬。
其二，劳动力市场中的雇员与雇主之间并非完全的

理性人，他们在进行工资谈判等经济行动时也会受

到社会资本中所蕴含的人情或信任等要素的影响。
其三，社会资本还能通过提升劳动者的人力资本而

影响他们的经济收入［１４］。
社会资本是影响收入的重要因素，因此不同

户籍群体间社会资本水平的差异需要关注。 首

先，农民工的社会网络成员多为农民，其资源在城

市中难以发挥很大作用。 因此，城市居民和随迁

子女、农民工的社会资本在先天上就存在显著差

异。 其次，社会关系网络的扩展需要投入一定的

时间和精力。 但是农民工和随迁子女的平均工作

时间高于城市居民，他们的空闲时间较少；随迁子

女和农民工在城市社会中所得到公共资源比城市

居民少很多，他们需要将仅有的空闲时间和精力

来获取资源［１５］ 。 因此，他们在城市中的人际交往

和公共参与受到了这样或那样的限制，难以形成

丰富的社会资本。
因为社会交往基本遵循同质性原则［１６］ ，人们

往往会选择同自身社会地位相差不大的人交往，
无随迁经历农民工的经济社会地位较低，同乡和

工友是他们的主要交往对象，关系网络的同质性

较强。 他们与城市居民的交往往往处于表层，城
市社会中的异质性网络难以形成。 因此我们认

为，无随迁经历农民工的社会资本存量要小于城

市居民［１７］ ；随迁子女则可能由于在城市成长的过

程中结交城市本地居民，而发展出城市社会关系

网络，社会资本存量要大于农民工而小于城市

居民。
综合前文中社会资本对于收入的影响作用，我

们提出，
假设 ２ａ：三个群体社会资本存量存在显著差

异，随迁子女优于无随迁经历农民工，但不及城市

居民。
假设 ２ｂ：社会资本是影响随迁子女和城市居民

收入差距的重要原因；社会资本是影响无随迁经历

农民工同城市居民收入差距的重要原因。

二、数据、变量与分析模型

１． 数据和变量设置

本文数据源于 ２０１４ 年上半年课题组在南京进

行的“城乡居民社会状况调查”，调查对象包括 １５
－５５ 岁南京城市居民、在南京工作的随迁子女和

无随迁经历农民工。② 对于城市居民，我们以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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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严格来说，歧视属于不可解释部分的子集，但是不可能在方程

中加入所有对收入有影响的自变量，被遗漏变量的影响会体现自不

可解释部分。
本文对随迁子女的定义为，父母均为农民，义务教育阶段随

父母在工作城市连续生活时间超过一年以上、当前在南京工作超

过半年的劳动者。



小区均价为标准，进行多阶段抽样。 首先将南京

主城区的鼓楼、白下和建邺三个区的所有小区按

照均价排序，根据等距抽样原则，从每个区的小区

抽样框中抽出 ９ 个小区，共得到 ２７ 个小区。 其次，
从每个小区的总户数中依据随机数表得到 １３ 个

有效样本。 户内抽样则以该户内出生时间最靠近

１ 月 １ 日的成员为被调查者。 对于无随迁经历农

民工的调查，采用以年龄、性别、受教育程度为配

额的抽样方法。 随迁子女的调查，我们则使用了

滚雪球抽样方法。 最终我们获得城市居民有效样

本 ３７６ 份，无随迁经历农民工 ２５９ 份，随迁子女

１８４ 份。
因变量。 本文的因变量是劳动者的收入。 在调

查中，我们向被调查者询问了过去一年中个人总收

入，并强调包含了务农、工资、奖金、收租、养老金、补
助等各类收入。 为了控制工作时间对于收入的影

响，我们依据工作时间将年收入转化为小时收入，以
小时收入的对数作为因变量纳入模型。

人力资本。 本文以受教育年限来测量人力资

本。 调查中向被调查者询问了他们的受教育程度，
并提供了“小学及以下”、 “初中”、 “中专或技校”、
“普通高中”、 “大专”、 “本科及以上”６ 个选项。 依

据学界常用做法，将“小学及以下”赋值为 ６，“初
中”赋值为 ９，“中专或技校”赋值为 １２、“普通高中”
赋值为 １２、“大专”赋值为 １５、“本科及以上”赋值为

１６。 这样得到的是一个受教育年限的定距变量。
社会资本。 我们借鉴边燕杰［１８］ 和尉建文［１９］ 的

研究，根据研究主题将其操作化方法稍加修改，以餐

饮网和定位法来测量被调查者的社会网络结构，得
到本研究的社会资本变量。 我们选取了如下四个指

标：社会网络规模，即餐饮网中人数；社会网络密度，
即餐饮网中城里人的比例；网顶，即个人社会网络中

位置最高的职业分数；网差，即社会网中最高职业分

数与最低分数之差。 职业的赋分采用尉建文的职业

权力分数。 我们将上述四个指标进行因子分析，提
取公因子，得到一个新的变量，作为个体的社会资本

变量。 由于得到的因子值为－１ 到＋１，为了后续模

型中解释更直观，将其标准化为取值 ０ 到 １００ 的

数值。
控制变量。 本文重点对个人的工作进行控制，

除了职业（非技术工人、技术工人、商业服务业人

员、中高层白领）和行业（重工业、轻工业、服务业、
机关事业） 外，组织资源也是影响收入的重要变

量［２０］，笔者将个体的组织资源分为管理者、自由者

和被管理者三个类型。 其他常规的控制变量还有性

别（女性为参照组）和年龄。
２． 分析方法

由于研究主题为寻求随迁子女和城市居民两个

群体之间收入差异的原因，并具体量化分析各个因

素对收入差距的贡献程度，这就需要对各个影响因

素进行分解。 本文使用改进后的 Ｏａｘａｃａ—Ｂｌｉｎｄｅｒ
分解方法实现此目标。

Ｏａｘａｃａ—Ｂｌｉｎｄｅｒ 分解早先运用于研究性别之

间的工资差异，后来运用范围得到了很大拓展，如
果两个群体之间在某个连续变量上存在明显差

异，都可以使用这种方法。 以本文研究对象为例，
这种方法将工资的户籍差异分为两大部分，一部

分以不同户籍群体之间存在的不同禀赋特征来解

释（即可解释部分）；一部分由不能用不同户籍群

体之间存在的禀赋特征来解释 （即不可解释部

分），我们一般将后者看做是因为户籍身份歧视所

造成的收入差异。 如果我们用 Ｗｕ 表示城市居民

的平均收入水平，用 Ｗ ｒ 表示随迁子女的平均收入

水平，城市居民和随迁子女的一系列个人特征的

均值分别用 Ｘｕ 和 Ｘ ｒ 来表示，这样我们得到两类户

籍群体的工资决定方程分别为 Ｗｕ ＝ Ｘｕβ
＾
ｕ，Ｗ ｒ ＝ Ｘ ｒ

β＾ ｒ。 由此可得到 Ｏａｘａｃａ—Ｂｌｉｎｄｅｒ 分解的公式为：

Ｗｕ － Ｗｒ ＝ （Ｘｕ － Ｘｒ）β
＾
ｒ ＋ （β＾ ｒ － β＾ ｒ）Ｘｕ

　 　 其中，等式右边第一部分是可解释部分，其中包

括了人力资本与社会资本对于收入差距的影响；第
二部分为不可解释部分，即户籍身份歧视导致的工

资差距。 以上仅仅介绍了基本思想，笔者参照 Ｊａｎｎ
对 Ｏａｘａｃａ—Ｂｌｉｎｄｅｒ 分解方法的建议，使用全样本回

归确定反事实工资系数［２１］。
本文所做的比较研究，不仅在随迁子女与城市

居民之间寻求差异，同时也在探讨随迁子女与农民

工之间的差别，因此后文中也会将农民工与城市居

民两个群体之间做收入差异分解，将两者结果所比

较，希望能更细致地寻求户籍身份在劳动力市场中

所起的作用。

三、统计分析与差异分解

我们按照城市居民、无随迁经历农民工和随迁

子女三个群体，分别描述了三组在各个解释变量和

控制变量上的特征差异，以对他们的社会经济情况

有个直观认识。 结果见表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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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１　 变量的基本描述

变量
比例（％）

居民 农民工 随迁
变量

均值

居民 农民工 随迁

职业 年收入（万元） ６．６７ ４．８６ ４．７８

非技术工人 ２．９３ １７．４４ １４．１３ 小时收入（元） ３０．５８ １６．２６ ２０．２１

技术工人 １６．２７ ３２．９５ ３８．５９ 每天工作小时数 ８．２８ ９．９８ ８．７９

商业服务业人员 ３０．１３ ４７．６７ ３６．４１ 月休息天数 ５．７０ ２．６４ ４．０８

中高层白领 ５０．６７ １．９４ １０．８７ 性别（女＝ ０） ４８．７０ ６０．２０ ６８．５０

行业 年龄 ３７．０９ ２９．７７ ２１．７３

重工业 １５．０５ １８．６８ １５．７６ 受教育年限 １３．４２ ８．８８ １１．５４

轻工业 ９．９５ ２０．２３ ２４．４６

服务业 ５２．４２ ６０．３１ ５５．９８ 社会资本 ４０．０６ ２０．９２ ３０．７３

机关事业 ２２．５８ ０．７８ ３．８０ 网络规模 ３８．０６ ２６．７７ ３９．３５

管理情况 网络密度 ７．３４ ２．３１ ４．５１

管理者 ３６．７０ １４．２９ ２４．４６ 网顶 ５２．６５ ２７．３７ ３９．４１

自由者 １６．２２ ３５．１４ １６．３０ 网差 ５２．６５ ２７．３７ ３９．４１

被管理者 ４７．０７ ５０．５８ ５９．２４ 样本量 ３７６ ２５９ １８４

　 　 总体来看，在社会经济地位的诸多方面，随迁子

女的情况处于无随迁经历农民工与城市居民之间。
年收入最高的是城市居民，达到平均 ６ ６７ 万元，无
随迁经历农民工、随迁子女的分别为 ４ ８６ 万元、
４ ７３ 万元。① 由此可知无随迁经历农民工的平均年

收入高于随迁子女，但是二者相差不大。 无随迁经

历农民工和随迁子女同城市居民的收入差距较大，
城市居民的年收入是无随迁经历农民工和随迁子女

的 １ ４ 倍左右。 由此可以看出收入的差异可能主要

来自因户籍制度导致的城乡户籍身份群体。
进一步来看小时收入，城市居民的仍为最高，每

小时 ３０ 元；无随迁经历农民工的最低，只有 １６．２６
元，仅仅是城市居民的一半；随迁子女的要比农民工

高，为 １９．５３ 元，为城市居民的三分之二。 上文谈

到，随迁子女的年收入低于无随迁经历农民工，但是

随迁子女的小时收入却高于无随迁经历农民工，也
就是说随迁子女之所以年收入低于无随迁经历农民

工，并不是因为他们的劳动回报率低，可能是因为他

们的工作时间少。
劳动时间方面，城市居民基本上是正常的每天

８ ２ 小时工作，而无随迁经历农民工每天工作 １０ 个

小时，随迁子女则每天工作 ８ ９ 个小时。 另外城市

居民每月休息近 ６ 天，而无随迁经历农民工每月仅

休息两天半、随迁子女则每月休息近 ４ 天。 这印证

了前文对于随迁子女劳动回报率高却年收入少原因

的判断。
在人力资本方面，城市居民的平均受教育年限

最高，达到 １３ ４ 年，无随迁经历农民工的受教育年

限为近 ９ 年。 随迁子女的平均受教育年限为 １１ ５
年，差不多比无随迁经历农民工的学历高一个层次。

这是因为我国自近十年来对于职业教育的扶持力度

逐渐加大，随迁子女在接受完义务教育后，即使考不

上高中，多数也能进入了中职院校继续接受教育。
在社会资本方面，城市居民得分为 ４０ 分，无随迁经

历农民工得分为 ２１ 分，仅为城市居民的一半多，但
是随迁子女得分达到 ３１ 分，近乎为无随迁经历农民

工的 １ ５ 倍，为城市居民的 ３ ／ ４。 可以看出，无论在

人力资本还是社会资本方面，随迁子女要强于无随

迁经历农民工，城市居民的最高。 假设 １ａ 和 ２ａ 得

到验证。②

下面我们以取对数后小时收入为因变量，将人

力资本、社会资本及控制变量（性别、年龄和关于工

作的 ３ 个变量）纳入多元回归模型，结果见表 ２。 在

人力资本方面，受教育年限均有助于提高年收入，在
三个群体中都通过了显著检验。 城市居民的教育回

报率最高，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受教育程度每增

加一年，年收入则会增加 ８％左右；在随迁子女和无

随迁经历农民工的情况相同，受教育程度每增加一

年，收入增加 ４％左右，教育回报率明显低于城市居

民。 这个结果同 Ｍａｕｒｅｒ Ｆａｚｉｏ 的研究结果相似，他
估计出城镇职工的教育收益率为 ３ ７％，农民工的

为 １ ５％，城镇职工比农民工的教育收益率同样高

２％［２２］。 已有研究发现在当前的户籍制度背景下，

·８３·

①

②

２０１３ 年全国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显示农民工月收入是 ２６００
元，本文数据与之相比较高；可能由于南京属于东部发达地区，工资

水平较高，且近年由于出现用工荒，农民工工资每年都在增长。 这

可能部分解释本数据的原因。
笔者分别以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作为因变量，建立包含性别、

年龄、职业状况等控制变量的回归模型，结果表明，不同身份群体间

的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存在显著差异。 限于篇幅，此表未在本文中

列出。



随迁子女在城市中上的学校多是私立的农民工子弟

学校或者生源以外地农民工和本地底层居民为主的

公立学校［２３］。 后者的教育质量或许比前者略高，但

是二者在城市社会教育体系中均处于较低的层次。
教育对于随迁子女和城市居民之间收入差距的影

响，将在后文中进一步探讨。
表 ２　 三个群体的收入决定模型

变量
城市居民 无随迁经历农民工 随迁子女

Ｂｅｔａ ＳＥ Ｂｅｔａ ＳＥ Ｂｅｔａ ＳＥ

性别 ０．１７ ∗∗∗ ０．０６ ０．１６ ∗∗ ０．０８ ０．２６ ∗∗∗ ０．０９

年龄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２ ∗∗∗ ０．００ ０．０８ ∗∗ ０．０２

行业（以服务业为参照）

重工业 ０．１５ ０．１０ ０．２９ ∗∗ ０．１２ ０．０８ ０．１３

轻工业 ０．１４ ０．１２ ０．０５ ０．１３ －０．２０ ∗ ０．１２

机关事业 ０．０３ ０．０９ －０．２８ ０．５２ －０．１０ ０．２３

职业（以商业服务业为参照）

非技术工人 －０．２４ ０．２０ －０．２９ ∗∗ ０．１４ －０．０８ ０．１５

技术工人 －０．１５ ０．１１ －０．０６ ０．１２ －０．１２ ０．１２

中高级白领 ０．１３ ０．０９ ０．４５ ０．３５ ０．２５ ０．１６

组织资源（以被管理者为参照）

管理者 ０．２８ ∗∗∗ ０．０８ ０．３６ ∗∗∗ ０．１２ ０．３１ ∗∗∗ ０．１０

自由者 ０．０３ ０．０９ ０．０４ ０．０９ ０．４３ ∗∗∗ ０．１２

受教育年限 ０．０８ ∗∗∗ ０．０１ ０．０４ ∗∗ ０．０２ ０．０４ ∗∗ ０．０２

社会资本 ０．０１ ∗∗∗ ０．００ ０．０１ ∗∗∗ ０．００ ０．０１ ∗∗ ０．００

（常量） １．４７ ∗∗∗ ０．２５ １．４３ ∗∗∗ ０．２３ ０．０７ ０．４１

Ｒ２ ０．３２２ ０．２５２ ０．３７３

Ｎ ３５３ ２４６ １７６
注：∗ｐ＜０．１， ∗∗ ｐ＜０．０５，∗∗∗ ｐ＜０．０１。

　 　 就社会资本而言，城市居民、无随迁经历农民

工和随迁子女的社会资本对于提高他们年收入的

影响是显著的，均是社会资本每增加 １ 分，则年收

入增加 １％，这说明三者群体在社会资本对于收入

的转化率上是相同的。 在我国这个关系处于非常

重要位置的社会中，每个人都会通过关系以提高

自身的收入，但是这并不是说社会资本对于三个

群体的收入影响是一样的。 因为即使转化率之间

的差别不大，社会资本总量的差异不同，那么社会

资本对于收入的影响也不同。 在我们的日常经验

中，城市居民应该有着更多的社会资本转化为收

入，而模型中显示二者的转化率相同，这可能是因

为无随迁经历农民工或者随迁子女的收入或许因

社会资本带来的增长并不多，但他们的社会资本

较少，因此转化率并不低。 而城市居民的社会资

本较多，其对收入的影响也更大，但存在社会资本

边际效益递减的情况，所以转化率显得并不高。
上文收入决定模型表明了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

会影响各个群体的收入，但无法说明各因素对不同

群体之间的收入差距有多大的影响。 因此在上述模

型的基础上，我们使用改进后的 Ｏａｘａｃａ—Ｂｌｉｎｄｅｒ 分
解方法来量化各个因素对于群体间收入差距的影响

（见表 ３）。

表 ３　 三个群体的收入差异分解

变量
随迁子女与城市居民

无随迁经历农民
工与城市居民

收入
（对数） 百分比

收入
（对数） 百分比

可解释
部分

其他 ０．２２５ ４４％ ０．２４７ ４１％

人力资本 ０．１２７ ２６％ ０．２８１ ４６％

社会资本 ０．０５２ １１％ ０．１２３ ２０％

合计 ０．３９４ ８１％ ０．６５１ １０７％

不可解
释部分

户籍歧视 ０．０９２ １９％ －０．０４１ －７％

总差异 ０．４８６ １００％ ０．６１０ １００％
∗由于篇幅所限，此表将性别、年龄和与工作相关的变量合并为“其
他”。

随迁子女和城市居民的小时收入总差距（取对

数后）为 ０．４８６，其中可解释部分和不可解释部分分

别为 ０．３９４ 和 ０．０９２，分别占总差距的 ８１％和 １９％。
而无随迁经历农民工和城市居民的小时收入总差距

（取对数后）为 ０．６１０，其中可解释部分和不可解释

部分分别为 ０．６５１ 和－０．０４１，分别占总差距的－７％
和 １０７％。 这说明农民工和城市居民间的在各项资

本上的禀赋差异过度解释了二者之间的差距，这表

示，如果农民工有着与城市居民相同的资本，其收入

将高于城市居民。
在可解释部分中，人力资本能够解释了随迁子

女和城市居民收入差距的 ２６％、无随迁经历农民工

·９３·



与城市居民差距的 ４６％；社会资本能够解释随迁子

女和城市居民收入差距的 １１％、无随迁经历农民工

与城市居民差距的 ２０％。 可以看出人力资本和社

会资本都是影响不同群体之间收入差距的重要原

因，假设 １ｂ 和假设 ２ｂ 得到验证。
通过对比发现，无论对于随迁子女还是无随迁

经历农民工，人力资本都是影响他们与城市居民收

入差距的最重要因素，其对总差距的贡献超过了其

他因素。 社会资本的作用虽不及人力资本，但仍是

导致不同户籍群体间收入差异的重要原因，这个结

果同程诚、边燕杰的研究基本一致［２４］。 社会资本的

作用小于人力资本的现象，可以从社会资本的运行

机制中得到解释。
更值得注意的是来自户籍歧视对群体间收入差

距的影响。 在对随迁子女与城市居民收入差距的影

响中，不可解释部分占了总差距的 １９％，其重要性

仅次于人力资本。 而无随迁经历农民工与城市居民

的收入差距中则不存在户籍歧视的贡献。 歧视理论

假设，无论雇主还是顾客倾向于根据员工身上易于

识别的特点来估计员工的工作能力。 据歧视理论的

逻辑，无随迁经历农民工或随迁子女会因为自身的

户籍身份而被贴上“能力差、知识缺乏”等负面标

签；根据预言的自我实现理论，人们会潜在地依据他

人对自己的期望而行动。 按以上理论，随迁子女成

长于城市中，他们在外部特征上更接近与城市居民，
长时间的接触也会降低人们的歧视，随迁子女所受

的歧视理应小于无随迁经历农民工。
但本文结果表明，在劳动力市场中，无随迁经历

农民工没有受到歧视，而随迁子女则受到一定的歧

视。 关于户籍歧视对群体收入差距的作用大小，一
直以来都有争议。 大量研究认为直接的户籍歧视对

于收入差距有着重要影响［２５－２８］，但是新近的一些研

究则表明并不存在直接的户籍歧视［２９－３２］。 本文的

随迁子女同城市居民的研究支持第一种观点，而无

随迁经历农民工与城市居民的模型则支持第二种观

点。 如果从更宏观的群体利益视角出发，我们认为，
城市居民为了维持自身的优势地位，更倾向于维持

一定的收入差距。 以人力资本、社会资本等资源禀

赋的差距维持这种优势更具有合法性，因为无随迁

经历农民工在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等资源禀赋上同

城市居民已存在较大差距，这可能导致直接的户籍

歧视便不明显。 相对于无随迁经历农民工，随迁子

女在资源禀赋上更接近于城市居民，难以体现出收

入差距，各种隐形的歧视可能便会发生作用。 以上

仅是笔者对这一现象的假设，尚需更多的数据进行

验证，其具体机制也有待进一步的研究。

四、结　 语

以往对随迁子女的研究多集中于教育阶段，关注

他们的教育公平、学业成绩、心理健康等方面，对于劳

动力市场中的随迁子女尚未涉及。 这或许是因为已

工作的随迁子女没有可供易于辨识的特征，而且其分

布也相对分散，相互间的联系也不够紧密，使得调查

者无法使用受访者推动的方法收集数据；如要严格抽

样，则需动用大量的各种资源才可能实现。 因此，限
制了对已踏入劳动力市场的随迁子女的研究。 由于

上述原因，笔者所在的“农民工随迁子女社会融入”
课题组，２０１４ 年在南京收集的随迁子女数据，使我们

对已经参加工作的随迁子女的研究成为可能。
利用上述数据，以城市居民和无随迁经历农民

工两个群体为比较对象，本文分析了随迁子女在城

市中的经济社会地位状况，并探讨了各种因素对于

随迁子女和城市居民的收入差距的影响。 以往研究

户籍收入差距的分析着眼与人力资本和身份歧视，
笔者通过将社会资本加入歧视研究的分析框架中，
全面考察各因素对已工作的随迁子女与城市居民收

入差距的影响，同时以无随迁经历农民工情况做对

比，寻找随迁子女群体的自身特点。 研究发现，随迁

子女的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存量好于无随迁经历农

民工，但是与城市居民相比仍有一定的差距。 影响

随迁子女和城市居民收入差距的主要因素为人力资

本，其次为户籍歧视，再次为社会资本；人力资本同

样是无随迁经历农民工和城市居民收入差距的最主

要因素，其次为社会资本，户籍歧视在这方面并没有

影响。 本研究也存在着一些问题，由于调查中社会

地位较高的人群难以接触到，调查对象的结构略偏

中下层，可能使本研究结果倾向于低估户籍群体间

的收入差距；作为一个探索性的尝试，本文所使用的

数据样本量较少，因此随迁子女的代表性成一定的

问题，其研究结果需谨慎对待。
由“户籍歧视对群体收入差距的作用”这个议题

激发了大量的研究，但各种结论却相互矛盾，难以达

成共识。 究竟是何种原因所致？ 笔者尝试探讨一二。
已有研究一致假设全国存在统一的城乡户籍差

异。 然而，现实情况是，我国内部各个城市发展水平

差异非常大，虽然全国各地都有城市和农村户口的划

分，但在不同地域，二种户籍之间所含的资源差异各

不相同。 县城的户籍和农村户籍之间享受资源的差

距远远小于特大城市中两类人群享受资源的差异。
因此忽视的城市本身的差异，将农业非农、本地外地

分别看作同质性的影响因素会忽视内部差异而导致

结论产生偏差。
·０４·



许多学者在一定程度上意识到这个问题，但在具

体研究操作时，一般仅在模型中控制地区变量，如东

部、中部和西部的划分，但这难以有效控制组内的差

异。 首先，同样在东部地区，不同区域的发展水平差

别也很大，如在江苏省内，苏南与苏北地区城市发展

水平便存在着巨大差距。 其次，即使在发展水平差异

不大的小区域内，省会大城市同周边的县城之间户籍

含金量也无法相比。 因此利用不同结构特征的数据，
得到的研究结果难免有偏差。 如吴晓刚［３１］的研究以

全国 １％的人口调查数据，发现并不存在直接的户籍

歧视；而章元［２７］的研究使用上述数据的上海市部分，
则发现直接的户籍歧视非常严重。 与后者的研究相

似，本研究的数据来源于作为东部发达城市的南京

市，分析结果也显示出一定的户籍歧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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